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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精神障碍者采取强制措施的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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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西方对精神障碍者采取强制措施的理论基础，传统上有国父权说、警察权说。至近现代，出现社会控制

说、防卫社会说和社会福利说等。理论和制度的先进性、合理性不是抽象的，它取决于一国当时的基本国情，而

不是所谓的“ 世界大趋势 ”或者“多数国家的做法 ”，理论基础的采用标准也是如此。从历史研究和比较视

角分析，社会控制说较为适合中国现阶段的基本国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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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oretical foundations of compulsory measures against  

people with mental disorders 

MENG Yong-heng * 

(Graduate School, 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Beijing 100088, China) 

Abstract: Traditionally in west, the theoretical foundations concerned are Pater Patriae power theory and police power 

theory. In modern, three other theories are often mentioned: social control, social defense and social welfare. There many 

factors which influence the development of theories, the level of productive forces is the determinant and the most 

important condition of China. During last decades, the productive force of China has got very great development, the 

condition of China changed greatly. But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in mental disorder field are lagging behind. The 

advancement and rationality of theory and institution are not abstract; they are not determined by main trends or practice 

of most countries, but by the condition at that time, so does the standard of theory adoption. Through historical study and 

comparative analysis, the conclusion is that social control theory is more suitable for the Chinese cond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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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所经受的种种不利，天灾人祸必居其一，

抑或二者兼有。“天灾” 是指人类在现阶段无法

预料或者无法避免的不利风险后果，“ 人祸 ” 则

是对风险的管理不力所造成的不利风险后果。精神

障碍者危害社会的行为多属于 “ 天灾人祸” 二

者兼有的情形。往往是先天或者后天产生了精神障

碍，后期对此类风险管理的不力导致了精神障碍者

危害社会的行为。鉴于人类现阶段的能力，对精神

障碍的产生，无论是从生物学还是社会学的角度，

一般来说是无能为力的，但是对于产生后的风险的

管理还是具有干预能力的。要管理、要干预，就需

要理由，也就是理论基础。 

理论基础的根基是产生理论当时的基本国情。

当基本国情发生了变化时，理论基础必须做出回

应。近几十年来，中国的生产力得到很大的发展，

基本国情发生重大改变，但对精神障碍者管理的相

关理论和实践仍然十分落后，没能与基本国情“ 同

步 ”。政府相关部门仍然沿着旧的思路和做法来

“ 管理 ” 危害社会的精神障碍者。后果是，精

神障碍和涉嫌精神障碍的危害社会事件频频出现，

愈演愈烈，造成了严重的社会不安定因素。除了实

践领域的惰性以外，理论基础研究的匮乏也是原因

之一，毕竟，缺乏理论基础的引导，实践难免底气

不足，但是，杂乱的理论又会导致实践无所适从。

因此，迫切需要一个系统化的理论基础研究来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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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现有研究，有从医学角度、刑事责任角度、道

德伦理学角度，也有从史学角度对相关问题进行研

究分析的，但是，从理论基础角度进行系统研究的，

国内外都很少见。为此，笔者拟通过对精神障碍者

采取强制措施的理论基础的梳理找出符合我国国

情的理论基础。 

一、国父权说 

国父权始于中世纪的英国，最初因私人利益考

虑而出现，后来却又为公共利益而存在，在演进过

程中通过实践和理论上的完善，除了在词源上与封

建王朝还保留那么一点联系之外，如今在本质上已

经发生了变化，成为现代国家对精神障碍者实施强

制医疗的理论基础之一。对精神障碍者的国父权是

指国家所拥有的一种对精神障碍者的看护和治疗

的权力，这一权力的实施无需以精神障碍者的法定

监护人缺位或同意为必要，在功能上具有对精神障

碍者和公共安全的双重保护性，在性质上具有权力

和义务的复合性。 

国父(Parens Patriae)一词源于古罗马时期，起初

只是一种荣誉称号，凯撒曾赢得这一称号[1]。而国

父权(Parens Patriae power)却源于英国，原意是指父

母等法定监护人由于某种原因无法实施对未成年

子女的监护权时，由国王取而代之实施相应的“ 监

护权 ”。1959 年，英国《精神卫生法》废除了先

前赋予一般法院实施国父权的法令，于是，在英格

兰和威尔士，法院失去了对精神障碍者实行国父权

的权力，但是苏格兰不受该法的影响。在其他普通

法系国家，则不存在这一问题，因为在那些国家，

国父权被认为是法院固有的权力，而不像英国那样

是通过国王赋予的。 

在美国，虽然国父权理论和警察权理论被并称

为各州对精神障碍者实施强制入院的两大理论基

础，国父权一词在形式上也与英国的相同，但在权

力的来源和实施者两方面与英国差别很大。因此，

需要区分这一同名概念。英国的国父权理论是从建

立在王权的基础上监护权演化过来的，带有浓厚的

封建王权气息[2]。但在美国，国父权被认为是美国各

州固有的权力，且通说认为联邦政府没有国父权[3]。

其国父权一般定义为，当公民因精神障碍而导致丧

失独立生活能力时，州所提供的医疗和看护，及在

此过程中以监护人的身份替精神障碍者做出各种

决定，本质上是州对公民的一种保护的义务，同时

也带有社会控制的色彩[4]。可以看出，同一术语甚

至同一理论即使来源相同，但在不同的时代和地域

其差别还是很大的，这也是一种人们常说的 “ 本

土化 ”现象。理论，尤其是牵涉到制度性的理论，

无论是原生的还是移植过来的，在发展中都应该因

地制宜、与时俱进。 

作为国家对精神障碍者实施强制入院的基础，

国父权理论一直为多数普通法系国家所采用，并用

来指导相关立法工作和解决司法中出现的新问题。

但是，由于国父权牵涉到对精神障碍者人身自由权

利的限制乃至剥夺，人们对其保护与控制的范围一

直争议不断，因此，不能不谈及对国父权的限制问

题，这就涉及到限制标准问题。学界公认的对国父

权进行限制的一个重要标准就是最大利益原则。一

般来说，最大利益原则多见于儿童保护相关公约和

法律法规[5]，但也可适用于对精神障碍者的保护。

虽然对最有利于精神障碍者这一标准有着不同的

理解，但原则上还是比较一致的。 

二、警察权说 

此处讨论是法学领域中的警察权，而不是警察

科学中的警察权。在警察学中，一般认为警察权是

国家的基本权力之一，是指警察为了维护公共安全

和秩序，按照警察职务执行法以及其他法律规定对

公民实行的具有强制性的权力。警察权的行使，本

质上是对公民自由权的限制，所以警察权必须依法

行使[6]。因此，警察学中的警察权是一个建立在规

范法学基础上的概念。法学领域内的警察权概念源

于美国。一般被定义为在不违反正当程序和联邦宪

法的前提下，州所拥有的法律制定和实施权，范围

涉及到公共安全、公共健康以及社会福利。 

在美国，法学领域内的警察权是一种国家(州)

所固有的、充分的权力，为美国宪法第十修正条款

所确认，即各州在不违反正当程序和联邦宪法的前

提下，有权制定和实施关乎公共安全、公共健康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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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社会福利的法律[7]。各州关于公共健康的立法，

如牲畜的屠宰与检疫、公民的强制免疫、义务教育

和对精神障碍者的强制入院等，多是建立在这一理

论基础和国父权理论基础上的[8]。 

警察权表现为国家(州)在其统治范围内为维护

公共安全、公共健康、公共道德和社会公正而进行

相关立法的权力，本质上为一种立法权[9]。福柯认

为国家的任务分为消极的和积极的，前者主要是指

对外的防御责任，后者是指国家积极地干预人们的

私人生活以维持其正常统治秩序的权力，也就是所

谓的警察(权)[10]。由此反映出警察权本质特征是保

障公共安全和增进社会福利。从公民权利的角度而

言，警察权是一种危险的权力。权力是垂直的，作

用于国家机构之间或国家机构与公民之间；权利又

是平行的，作用于平权主体之间。权力与权利之间

往往关系紧张，精神障碍者的人身自由权利与国家

(州)的干预权力即为典型之一。在这一关系中，占

优势地位的警察权倾向于公共安全的保障，无形中

使精神障碍者处于相对被支配的状态[11]。 

鉴于警察权对个人权利影响直接而广泛，必须

对这一权力进行限制。一般认为，警察权的实施应

遵循三个原则[11]。一是必要原则。具体到对精神障

碍者所采取的强制措施上，应以能够保障公民及精

神障碍者的权益为限，而不应有其他的与这两方利

益不相关的考虑。如为平息所谓民愤以及犯罪预防

而对精神障碍者进行变相的惩罚等，这种做法既非

理性又非人道，往往属于刑事政策的不当使用，不

应在考虑之列。二是方式合理原则。在当今的社会，

野蛮落后手段虽然为文明人所不齿，但是限于经济

条件和国民认识的落后，将精神障碍者当作正常人

犯罪来处理的案件并不罕见，将精神障碍者直接拘

禁于条件恶劣场所的事件也常有发生。三是比例原

则。危险性不同的精神障碍者所受到的约束应该有

所不同，否则，既不利于其康复也不利于公共安全

的保障，同时还浪费了公共资源。这一原则还隐含

着正义原则。虽然精神障碍者自身可能意识不到受

到了不公正的待遇，但实施者必须保证公正的实

现，否则会有损公共道德，造成一个目的的实现以

另一个目的的损害为代价。况且，就如同冤狱事件

在事实上是不可完全避免的一样，没有人能够保证

自己永远不会处于类似境地。 

三、社会控制说 

社会控制这一术语最早是由美国社会学家罗

斯提出来的，罗斯认为社会控制是随着社会分工的

不断扩大而出现的，是组织或集团为了整体的利益

而对其成员所做的约束和限制。社会控制手段包括

法律、宗教和社会竞争等，其目的在于减少不必要

的社会成本付出[12]。在现代社会，对于精神障碍者

来说，社会控制一般包括国家、社会组织和家庭所

实施的社会控制。国家的社会控制具体表现为国家

立法机关的相关立法活动、司法机关所做出的相关

裁判、行政机关强制医疗的实施活动等。社会组织

的社会控制活动主要包括医疗机构所实施的治疗

活动和采取的必要的强制行为。家庭的社会控制活

动主要一般表现为家庭作为一个整体对精神障碍

者的看护行为。在这三种控制模式中，在现代社会，

以国家所实施的社会控制为核心环节。 

事实上，人类社会一直存在着社会控制，只是

控制的强度和手段随国家、团体和个人关系的变化

而变化而已。在古代，尤其是封建社会，这种控制

表现为统治阶级对臣民的一种直接的无条件的控

制，对精神障碍者也不例外；到了近现代，由于国

家与公民之间的关系从权力到义务转化为权力和

权利的关系，社会控制的目的一般需要通过法律等

正式社会控制手段来达到，同时辅以家庭和社团组

织等控制途径，于是社会控制模式变得更为灵活多

样和人性化。反映在对精神障碍者的控制上，表现

在从古代的禁锢到现代的开放式强制治疗的转变
[13]。作为精神障碍者实施强制措施理论基础的社会

控制，出发点是维护社会的整体利益，但在客观上

也保障了精神障碍者的权益，使精神障碍者的生活

状况不至于继续恶化下去。 

有控制就必然有一个范围和程度的限制，社会

控制也不例外。对精神障碍者的社会控制在强制手

段上以治疗的必要为界限，强度上以能够防止其继

续危害社会为准。按照这一理论，在我国和其他一

些国家，对精神障碍者的社会控制不是太强而是太

弱了，以至于精神障碍者无处可医，乃至流离失所，

继而引发种种严重危害社会的行为[14]。社会控制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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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社会的主要实施者是国家，虽然由于纳粹滥用

了社会控制理论作为其实施法西斯统治的借口，以

至于社会控制理论一直为人们所警惕，但是对于一

个民主社会来说，由于社会控制权力来源于民主政

权，滥用的可能性已经降低到了一个可以接受的程

度，在这种情形下，社会控制说作为对精神障碍者

采取刑事强制措施的理论基础还是具有合理性的。 

四、社会防卫说 

社会防卫说又名“防卫社会说 ”、“ 集体防

卫权说 ”，从整体上来看是保安处分的理论基础之

一。加罗法洛是社会防卫概念的最早提出者之一，

对他来说社会防卫就是通过预防和镇压犯罪来保

卫社会。加罗法洛吸收了达尔文和斯宾塞的进化论

思想，提出优胜劣汰的规律不但适用于自然界而且

还适用于人类社会，对所谓 “道德异常者” 应

该实施淘汰，而这种“ 道德异常者 ”中不乏精

神障碍者。加罗法洛的社会防卫理论还带有浓厚的

“ 报应刑”色彩[15]，这与现代矫正理念格格不入。

龙勃罗梭和菲利也提出了类似的社会防卫观点，认

为对那些由于生物学原因造成的具有社会危险性

的人，由于惩罚和教育都无效，因此应该采取隔离

和治疗的手段[16]。德国刑法学家李斯特等人也提出

了“社会防卫论 ”，此后，“社会防卫论 ”成

为一种独立的学说，并体现在二战以前的德国、意

大利等国家的刑法典中，法典中规定了对精神障碍

者的强制收容等保安处分措施，但被法西斯滥用于

对人民的镇压。二战以后，法国刑法学家安塞尔在

《新社会防卫论》一书中提出了修正的社会防卫

论，以回应和反思旧的“ 社会防卫论 ”仅强调

打击而忽视打击与保护平衡的弊端[17]。此后数十

年，基于新的社会防卫思想，许多国家对自己的刑

法典和刑事诉讼法典进行了改革，“ 社会防卫论 ”

重新获得了世界范围内的认可[18]。 

社会防卫的思想是基于对犯罪的惩罚和预防

而产生的，对于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犯罪者来说无

疑是适用的，因为对于非法干涉他人自由者处以限

制自由的刑罚是合情合理的，因为他滥用了自由。

但是对于一个无刑事责任能力的精神障碍者则不

存在 “滥用自由 ” 之说，正如德国刑法学家克

劳斯•罗克辛所提出的疑问：“为什么自由会在超

过自身责任的范围时丧失? ”[ 19]而新社会防卫论的

倡导者之一，意大利刑法学家格拉马蒂卡认为应该

取消刑罚和保安处分，构建以治疗为中心的新一元

化主义。他提出了全面“ 粉碎 ”刑罚代以“ 医

治 ”的手段来消除反社会者的反社会性，在这种

理论下，精神障碍者也具有所谓的“ 反社会性”。
[20]虽然这种以治疗为中心的新一元主义化“刑罚 ”

为“治疗 ”，但是如何解释精神障碍者在失去了

认知和控制能力之后的行为如何具有 “反社会

性 ”？无论是从 “行为主义 ”还是“ 行为人

主义 ”出发都是解释不通的。因此把反社会性作

为认定的标准是不合理的，会导致反社会性这一概

念被过分扩张，用来证明强制收容的合理性的话是

不恰当的。 

从根本上来讲，在对精神障碍者采取的强制收

容保安处分措施中暗含的是社会利益与个人利益

权衡的思想，而不是单纯的社会防卫思想，否则会

走向社会防卫的反面，社会防卫说被纳粹滥用就是

一个典型的例子。 

五、社会福利说 

社会福利制度源于 19世纪末的欧洲资本主义

国家。二战以后，这一制度在世界范围内普遍建

立起来，已经成为各国不可或缺的一种重要的社

会保障制度，并常常被用来解释国家的一些社会

干预行为。 

广义上的社会福利泛指的是在全体社会成员

的整个生命过程中，国家和社会在生活、卫生、教

育、就业等各方面为其所提供的公共服务。狭义上

的社会福利指的是为解决现存社会问题或者为了

避免问题进一步恶化，国家所采取的各种社会保险

和社会救助措施[21]。可以看出，在广义的社会福利

概念中，社会福利不仅内容广泛，而且作为社会福

利实施者的国家具有主动性；反之，狭义的社会福

利中，国家则处于较为消极的状态，以一个保守的

社会秩序维持者的身份出现。 

对于社会福利作为对精神障碍者进行强制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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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的理论基础问题，在民国时期我国就已经有学者

对这一问题做过研究，并引用欧美国家的做法，认

为强制收容是一种社会福利，但语焉不详[22]。作为

理论基础，社会福利说必然会包括针对精神障碍者

所直接实施的强制与治疗，制度层面上与国父权说

十分相似，似无存在的必要。但是，如果从另一个

视角来看，社会福利说还是有其存在的价值的，尤

其是在公共政策层面上具有其他学说不可取代的

地位与价值。在研究方法上，人们一般会将研究的

中心放在直接对象之上，而忽视了一些重要的环境

因素。对象研究和背景分析都很重要。具体到社会

福利说，精神障碍者家庭的作用和家庭的状况往往

作为解决问题的次要因素来对待。事实上，精神障

碍者危害社会行为的预防与控制过程中，家庭所起

到的作用不亚于国家所采取的强制收容这一最后

的手段。对于精神障碍者来说，如果其家庭的经济

状况有了基本保障，对精神障碍者的看护治疗和危

害预防，多数情形下可由家庭来完成，即防患于未

然又节约了社会成本。相反，如果忽视了对精神障

碍者家庭的社会福利，则可能会导致精神障碍者

“ 享受 ” 强制医疗这一高社会成本的“社会福

利 ”。所以一个完善的社会福利体系对于预防精

神障碍者危害社会行为的发生来说是十分重要的，

取得的社会效益也是事后补救所不及的。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社会福利不仅直接影响

到精神障碍者的 “正常生活 ” ，而且影响到其

家庭的生活状况，从而直接影响着“ 家庭监护权 ”

的实现能力。社会福利说的优点是可以从直接和间

接以及正反两个层面来论证其合理性。 “经济发

展优先，社会福利暂缓” 的观点在对待精神障碍

者的问题上是不适用的，相关社会福利政策应当发

挥自身灵活性、针对性和事前性较强的特点，从未

然阶段就入手来防范和减少精神障碍者危害社会

行为案件的发生，从而减少对精神障碍者强制医疗

的“社会福利”。 

六、讨论和结论 

从对国父权与警察权的考证可以看出，英国成

为近现代意义上的 “ 国父权 ” 发源地与美国是

近现代意义上的 “警察权 ”发源地决不是偶然

的，背后有着其内在和外在的历史必然性。作为从

封建社会一步步迈向工业文明的、王权主义传统十

分浓厚的国家，在对待精神障碍者危害社会问题的

处理上，英国有着很强的历史连续性，政策上也较

为单一和保守，但制度精密且行之有效，这与其国

父权的理论基础是密不可分的。而美国则是一个

“ 没有传统 ”的国家，具体来说，是没有封建

社会传统的国家，受封建王权和家长制影响较小，

因此将英国的国父权搬来直接使用不合时宜，加上

美国采用的是联邦制，难以形成一个权力无处不在

“ 联邦大家长 ”，于是发展出了自己的理论基

础。但是从其本质来看，无论是以英国为代表的国

父权还是以美国各州为代表的警察权，都是一种国

家治理、管理的权力，社会功能上大体相同。在理

论和制度演进过程中，前者经历了一个从“家国 ”

到 “国家” 、从家庭监护权到国家监护权的历

程，这与我国的情况很类似；而后者由于国体、政

体以及传统的原因，根据需要发展出了警察权的理

论。 

从我国古代和近代的状况来看，在“ 国父权 ”

方面与英国有相似之处，所不同的是我国当时社会

的家族观念更为强烈，所起到的“ 管理 ” 作也

更大，因此家族取得了本应由国家所拥有的一部分

采取强制措施的权力；相对应地，在英国，大大小

小的封建主行使着类似的职能。总之，在封建社会，

精神障碍者与家庭成员都需要 “家长 ”的照看，

这个家长在我国表现为族长，在英国表现为封建领

主；而在英国的封建社会后期，国王代表国家收回

了这一权力。在我国，辛亥革命以后，国家在形式

上也收回了这一权力，在失去了采取强制措施的正

当性之后，家族和家庭实际的看护作用仍然在持

续。这种持续到了改革开放以后被打破。目前的情

况是，家族已经名存实亡，家庭出于各种原因，但

主要是经济原因，无力对精神障碍者进行有效的看

护和治疗。国家相关部门或许出于某些成本考虑，

并没有针对这一变化做出充分有效的反应，仍试图

将这一 “ 看护 ”责任留给已经失去看护能力的

相关家庭和社会。忽视这一变化已带来十分严重的

后果。近些年来精神障碍或者涉嫌精神障碍的人员

严重危害社会的事件在不断增加，事态在不断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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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某种程度上就是有关部门无视理论基础已经发

生改变，继续维持现状的后果。 

如今，我国已经进入到了一个需要而且能够兼

顾少数人利益的历史发展阶段，所有公民都是组成

国家乃至人类社会的一员，而不仅仅是国家管理的

对象或者说是客体。理论的原动力是利益，理论的

兴衰演进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利益不断变化的过

程。从极少数人获取利益发展到保护大多数人的利

益，最后到必须考虑包括精神障碍者在内的相对少

数人的利益。利益的多元化必然要求理论的多元

化，采用一种单一的理论作为正当化的理由的时代

已经不复存在。根据以上分析，笔者认为，社会控

制说包括国家、社会组织和家庭等至少三类社会控

制途径，较为适合我国的社会结构。考虑到家庭控

制力薄弱、社会处于转型期等因素，在这三类控制

中，需要加强的是国家方面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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